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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打造具有韧性的城市创新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 数智化转型在提升城

市创新风险抵御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智慧城市建设日益成为城市竞合与抵御风险的关键举措。 本文基于

2007—2020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创新

韧性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城市创新韧性水平提升,并主要通过创新知

识扩散效应、信息化渗透效应和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实现。 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集聚与金融集聚拓宽了智

慧城市政策效应的作用边界;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的提升效应在创新治理环境较完善的城市、东部

地区城市,以及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城市中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数智化转型与创新韧性的关系提供

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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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度交织,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美国对中国技术封

锁、宏观经济疲软等多重压力叠加,城市创新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冲击不断增多。 培育城市创新系统抵御

冲击、激发持续创新活力的能力,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 理论层面,创新韧性

内生于城市创新系统,是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保持系统稳定、恢复,甚至进化为更高创新水平的能力[1] 。 然

而,既有研究对创新韧性的探讨多聚焦微观企业或中观产业层面,对城市这一汇聚各类创新要素、承担国家

创新战略的重要主体的创新韧性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研究仍较薄弱,尤其缺乏在数智化转型这一

现实背景下的实证检验。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推动城市数智化转型已成为全球趋势。 在此进程中,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数智化转型

的核心实践与综合载体,通过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数据要素的驱动以及治理模式的优化,重塑城市创

新生态[2] ,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城市创新的重要动力。 自 2008 年国际商用机器(IBM)公司在美国纽约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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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提出“智慧地球”战略以来,各国纷纷立足本国实际出台相关政策,以推动智慧城市

建设。 为切实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数智化水平,中国自 2012 年以来逐步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 2012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式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并设立首批智慧城市

试点,标志着智慧城市建设的序幕正式拉开。 中国在 2013 年和 2014 年陆续公布试点城市名单,截至目前,
智慧城市试点数量已达到 290 个。 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六大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对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情况及趋势的分析,2022 年中国政

府主导的智慧城市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市场投资规模达到 214 亿美元,预计 2026 年投资规模将达到

389 亿美元。 智慧城市试点相关政策详见表 1。

表 1　 智慧城市试点相关政策

出台时间 政策文件 政策内容

2012 年 11 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

作的通知》(建办科〔2012〕42 号)
明确第一批政策试点范围、规定申报条件

2013 年 8 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13 年度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名单的通知》(建办科〔2013〕22 号)
强调试点工作要求,指导试点城市修改实施方案并编制创建

任务书

2014 年 3 月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将智慧城市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智慧城市建设方向

2014 年 8 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科学技术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

家智慧城市 2014 年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 ( 建办科函

〔2014〕515 号)

确定新增试点城市范围与专项试点

2017 年 7 月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将智慧城市列为人工智能重点应用领域,提出构建城市智能

化基础设施

伊伊特詹拉尔等(Yigitcanlar
 

et
 

al. )指出,智慧城市是一个由社区、技术和政策三种动因和预期结果构

成的系统,强调城市建设过程中科技发挥的重要作用[3] 。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深度融

合的重要路径,涉及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政策聚焦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与

管理效能提升:一方面,着力推动市政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建设与改造,要求编制专项行动计划,并建立项目

库;另一方面,重视提升城市治理的智慧化水平,通过搭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推进城市运行管理服务

“一网统管”。 在城市创新领域,智慧城市建设实践能统筹各类创新资源,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而
科学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各类创新主体生产效率,激发城市创新潜能。

“韧性”一词起源于生态学,指生态系统适应威胁其功能、生存或发展等干扰的能力,后逐步拓展至经济

与创新领域。 早期研究聚焦韧性的内涵界定,如马丁( Martin)从抵御力、恢复力、整合力和创造力四个维度

构建区域经济韧性的分析框架[4] 。 近年来,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宏观经济疲软及美国对中国技术封

锁等多重压力下,企业创新活动中断风险日益凸显,学术界转而聚焦创新韧性问题。 从能力视角看,创新韧

性是指创新在外部冲击下,通过抵御风险、恢复活力并实现技术突破与进化的能力[5] ;从过程视角看,创新

韧性体现为危机识别、应对调整与事后更新的动态演化过程[6] 。 现有研究从资源禀赋、技术特征与制度环

境等多个角度探究了创新韧性的驱动因素。 微观层面,随着数字技术的渗透,数字创新韧性的概念被提出,
如数字技术相关专利的动态变化可以反映企业应对冲击的恢复能力[7] ;数字化转型增强了制造业的创新韧

性[8] ,并且该效应可能因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而异[9] 。 中观产业层面,陈倩等发现知识产权创造通过推动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韧性,但技术多元化可能因资源分散而削弱韧性[10] 。 少部分研

究将创新韧性研究视角扩展到城市层面。 例如,要素的空间配置与集聚特征能够影响创新韧性,而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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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资源储备能够保障城市创新系统在受到冲击后迅速恢复。 高航和李恩极以高铁通车为准自然实验,发
现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吸引人口流入、新企业进入及产业多样化集聚等方式提升城市创新韧性[11] 。

智慧城市建设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已成为区域经济与创新研究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围绕数字基础设施的

支撑作用展开。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智慧城市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升级,通过缓解地理距离、行政壁

垒与文化差异引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跨区域交易成本,推动资本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与整合,为创新活动提

供基础支撑[12] 。 在城市治理层面,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政务透明度等途径改善营商环境,并
带动投资水平提升、激发创业活力,间接推动创新生态的完善[13] 。 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数字化转型,这
不仅促使研发投入与环保支出增加,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14] ,而且持续增强市域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15] 。
然而,关于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并不收敛。 一种观点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高政府科技支

出占比和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途径直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16] 。 另一种观点认为,智慧城市以全面的互联互

通、有效的交换共享为特征[17] ,但过度的系统联通可能隐含不确定性风险,技术路径锁定或资源错配可能对创

新产生抑制作用。 上述争议的根源在于,现有研究多聚焦城市创新产出“量”的增长,而对创新韧性这一“质”的
维度关注不足;部分研究虽涉及智慧城市的创新效应,但未厘清其对创新韧性的作用路径,且对政策效应边界

缺乏深入解析。
现有研究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数智化转型的重要实践,致力于探讨其经济发展、绿色创新等政策效

果[18] ,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交织的背景下,探究城市创新系统如何保持创新活力

以及提升创新韧性成为城市创新领域的重要议题。 基于此,本文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系统

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提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拓展创新韧性研究视角,基于创新韧性定义构建城市创新韧性指数,

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第二,聚焦智慧城市建设这一具体政策实践,系统检验其对城市创新韧性的影

响,并从创新知识扩散、信息化渗透、政府科技创新关注三个维度揭示其中的作用机制,为理解数智化转型

与创新韧性的关系提供新视角;第三,结合经济集聚特征与城市异质性,厘清政策效应的边界条件,为差异

化政策设计提供实证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的直接效应

创新韧性是城市创新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核心能力,内生于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化中。 城市创新韧性的动

态演化涉及三个维度:一是抵御力,即冲击初期维持创新功能稳定的能力;二是恢复力,即冲击后快速修复创新

链条的能力;三是进化力,即通过要素重组实现创新水平跃迁的能力。 与线性创新相比,城市创新韧性更加强

调保持创新体系内部资源冗余以应对各种风险冲击[19] ,并迅速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形成创新竞争优势。 因此,
提升城市创新韧性需要破解要素错配、信息壁垒、政策支持不足等制约因素。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已成为城市智

能化发展的基础,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实现对城市各类风险的全面感知,极大地促进了新型基础

设施升级与治理模式优化。 在技术层面,5G、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打破地理与行政壁垒,促进创新要素高效

流动与整合[11] ,为系统储备要素冗余以缓解冲击。 在制度层面,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伴随的政务数字化能够

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治理透明度,这有助于增强创新系统的抵御、恢复与进化能力,为提升城市韧性奠定基础。
同时,交易成本理论表明,智慧城市借助信息技术进步拓展有限理性、降低信息不对称[20] ,有效解决创新韧性提

升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形成持续驱动力。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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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创新韧性的作用机制

第一,创新知识扩散效应。 熊彼特创新理论强调,创新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知识流动是重组

创新要素的核心。 传统创新系统中,知识传播受地理距离限制,导致创新要素组合效率低下[21] 。 智慧城市

建设促进了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社会主体融合,通过物联网、移动通信的广泛应用构建起高效率的连通网络,
进而克服制约要素流动的时空约束,加速知识和数据等创新资源互联互通。 一方面,构建跨区域知识互联

平台,加速显性知识的标准化传播与隐性知识的编码转化,推动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重组。 这种重

组有助于催生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深化城市间创新分工,形成技术多样化的创新生态。 当系统面

临冲击时,技术多样性可降低对单一技术路径依赖的风险,为创新模式转型提供选择空间[10] 。 另一方面,知
识扩散强化研发正外部性的内部化,通过知识共享平台降低创新主体的研发成本[22] ,激励其持续投入基础

研究,维持知识生产的连续性,为冲击后的技术升级积累内生动力。 因此,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加速创新知

识溢出,提高城市创新要素配置能力与系统进化能力。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创新知识扩散效应提升城市创新韧性。
第二,信息化渗透效应。 创新系统稳定性依赖于信息传递效率与风险预警能力,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

息孤岛是制约系统抵御力的关键,智慧城市通过信息化渗透破解这一问题。 智慧城市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城

市发展战略,本质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20] 。 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加快了城市内部信息传播速度,有效提

升信息化水平。 信息化服务水平的提升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使城市能精准捕捉技术替代、供应链冲击等

风险信号,提前调整研发策略以减少创新中断[23] 。 这种风险预警能力的增强,使城市系统在冲击初期即可

启动适应性调整,保证核心功能的稳定。 在宏观层面,智慧城市推动构建跨区域信息共享机制,当单一区域

遭受冲击时,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可通过信息互补维持创新链连续性,降低局部冲击的整体影响。 信息化服

务覆盖扩大能确保冲击发生时关键创新资源的可及性,避免因信息孤岛导致的资源闲置或错配。 因此,智
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信息化水平,既增强了创新主体的风险预警与适应能力,又强化了系统的网络缓冲与

资源协同能力,从而提升城市创新韧性。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信息化渗透效应提升城市创新韧性。
第三,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 根据信号理论[24] ,政策试点作为一种显性制度安排,能够向市场传递政

府对特定领域的长期支持信号。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国家层面推动城市数智化转型的战略部署,强化了政府

对科技创新的关注。 中国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为重要抓手,强调城市智能化、数字化发展。 城市经济发展

是城市内在演变与政府外在引导的结果,在创新活动中各类创新主体会自发选择适合于自身的投入产出模

式,政府通过整合社会创新资源,依据各地资源禀赋合理调配,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持。 因此,提高对科技创

新活动的关注并提供相应支持是内生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要求。 白俊红等指出,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政策

文件将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等作为验收指标,倒逼试点城市加大对基础研究、科技人

才引育的定向投入力度,为冲击后创新链条的修复提供资金与人力资本保障[25] 。 依托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大

数据技术,政府能够更精准识别受冲击的创新主体,通过动态调整创新补助方向与力度来避免资源错配,提
升政策扶持的靶向性,为创新主体快速恢复研发活力提供稳定基础。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4: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提升城市创新韧性。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创新韧性数据来自复旦大学《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2017》中的城市创新指数。 智慧城市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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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政策数据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三批次试点城市名单。 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找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加以补充,剩余

缺失数据利用平均增长率方法补齐。 由于西藏数据严重缺失,本文将其从研究样本中剔除,最终得到

2007—2020 年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平衡面板数据。

　 　 (二)模型设定

住房城乡建设部于 2012—2014 年公布了三批共 290 个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本文将三次智慧城市试点视

为准自然实验。 考虑到传统双重差分( DID)模型难以识别其政策效应,本文采用交叠双重差分( staggered
 

DID)模型,其核心优势在于通过追踪不同批次试点城市的政策实施时点,适配政策分阶段推进的场景。 模

型设定如下:
ireit =α1 + β1Treati × Postt + X′itλ + μ i + γ t + ε it (1)

其中,下标 i 表示样本城市,t 表示年份; ireit 表示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韧性。 Treati×Postt 为核心解释变

量———智慧城市建设,反映城市 i 在 t 年是否进入智慧城市建设阶段。 Treati 为处理变量,若城市 i 为试点城

市,取值为 1,否则为 0; Postt 为政策冲击变量,若观测值所属年份是城市成为试点城市当年及之后年份取值

为 1,否则为 0。 X′it 表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和政

府干预程度; μ i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控制城市层面固有的不可观测因素; γ 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时

间趋势; ε it 为随机误差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聚类。 β 1 为重点关注的回归系数,其正负和大小反

映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

　 　 (三)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韧性( ire)。 关于韧性的测度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目前主要有基于过程的单指

标法和基于状态的多指标法两种测度方法。 马丁指出,区域韧性不仅体现在遭受冲击时的抵抗力,也表现

为恢复与重构发展的能力[4] 。 本文借鉴这一思想,并参考拉泽雷蒂等(Lazzeretti
 

et
 

al. ) [26] 提出的敏感性指

标测度城市创新韧性。 本文认为,一个具有韧性的城市创新系统,其核心特征正是在面对各类不确定性冲

击时,能够有效抵御衰退并快速恢复至其固有的创新增长路径。 借鉴钞小静和薛志欣[27] 对城市经济韧性的

测度思路,本文用城市每年创新水平与 2007 年创新水平的偏离度并取对数,计算各种不确定性冲击下城市

创新韧性的指标值。 具体计算公式为:

ireit = ln
inoit -inoi2007

inoi2007
(2)

其中, inoit
 表示城市 i 在 t 时期的创新水平, inoi2007 表示城市 i 在 2007 年的创新水平,测算方式参考《中

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2017》中的城市创新指数[28](2017—2020 年的数据使用历年平均增长速度进行估

算)。 该指标实际上反映了城市体系的抵御力与恢复进化力,数值越高,表明城市越容易在面对不确定性冲

击时保持和恢复原来的创新活力。 其中,基期作为参照点反映了冲击前的基础状态,逐年的偏离度变化反

映了动态恢复情况。
核心解释变量:智慧城市建设(Treat×Post)。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二元变量,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

的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和时间进行赋值。 若城市 i 为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则属于处理组样本,否则为

控制组样本;若城市 i 在 t 时期进入智慧城市建设阶段,则 Treati ×Postt 取值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25,29] ,控制如下可能影响城市创新韧性的因素:(1)经济发展水平(lngdp),用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GDP)的自然对数衡量。 经济基础好的城市可能拥有更充足的创新资源,控制后可排除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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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差异对创新韧性的干扰。 (2)金融发展水平(lnfin),用各地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取对数表示,控制融资

环境对创新韧性的影响。 (3)产业结构升级(upg),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比第二产业增加值表示,减少产业结构差

异对创新韧性的影响。 (4)政府干预程度(lnfis),用各地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取对数表示,避免政府干预强度对

智慧城市政策的干扰。 (5)固定资产投资(fix),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表示,控制城市内部投资动能

的差异。 (6)外贸依存度(tra),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表示,用于识别外部市场需求波动的异质冲击。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其中,城市创新韧性最小值为- 0. 064

 

5,最大值为 4. 654
 

7,标准差为

1. 201
 

4,说明不同城市之间创新韧性差距较小。 智慧城市建设的均值为 0. 209
 

5,表明处在智慧城市试点期

间的样本占比为 20. 95%。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创新韧性 ire 3
 

976 1. 695
 

3　 1. 201
 

4 -0. 064
 

5　 　 4. 654
 

7

解释变量 智慧城市建设 Treat × Post 3
 

976 0. 209
 

5 0. 407
 

0 0 1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gdp 3
 

976 3. 716
 

3 2. 565
 

9 0. 646
 

1 13. 272
 

8

金融发展水平 fin 3
 

976 3
 

436. 503
 

9 6
 

092. 972
 

6 170. 000
 

2 41
 

000. 125
 

0

产业结构升级 upg 3
 

976 0. 965
 

4 0. 509
 

8 0. 262
 

0 3. 327
 

7

政府干预程度 fis 3
 

976 348. 773
 

7 573. 670
 

6 7. 857
 

7 8
 

351. 540
 

0

固定资产投资 fix 3
 

976 3. 552
 

0 1. 100
 

8 0. 947
 

5 11. 357
 

8

外贸依存度 tra 3
 

976 0. 187
 

2 0. 320
 

7 0. 000
 

0 3. 383
 

6

　 　 注:表中所有金额变量均已转化为万元单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智慧城

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的影响,结果见表 3。
其中,列(1)是加入与创新韧性密切相关的控

制变量但未控制固定效应的结果,列(2)是加

入控制变量且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

效应的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的回归系数在两次回归中均在 1%水平下显

著为正,表明智慧城市提升了城市创新韧性,
支持了假设 1。 同时,列(2)智慧城市的回归

系数为 0. 146
 

3,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使得

城市创新韧性水平提升了 14. 63%。

　 　 (二)平行趋势评估

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果

分析的前提是政策冲击前处理组与控制组

存在共同趋势,即若没有实施智慧城市试点

政策,处理组与控制组城市创新韧性的变化

趋势应该是一致的。 若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Treat × Post 0. 489
 

0∗∗∗ 0. 146
 

3∗∗∗

(5. 392
 

6) (2. 646
 

0)

lngdp 0. 723
 

0∗∗∗ -0. 239
 

0∗

(8. 008
 

5) ( -1. 842
 

6)

lnfin -0. 587
 

6∗∗∗ 0. 289
 

7∗∗

( -5. 708
 

6) (2. 173
 

9)

upg 0. 219
 

2∗∗ -0. 136
 

9∗∗

(2. 365
 

6) ( -2. 123
 

2)

fis 1. 131
 

7∗∗∗ 0. 261
 

7∗∗∗

(10. 023
 

1) (2. 672
 

3)

fix 0. 102
 

9∗∗∗ -0. 065
 

9∗∗∗

(3. 055
 

7) ( -3. 424
 

5)

tra -0. 267
 

1 -0. 047
 

6

( -1. 402
 

6) ( -0. 220
 

6)

常数项 -2. 730
 

4∗∗∗ -1. 718
 

5

( -2. 708
 

9) ( -0. 787
 

0)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976 3
 

976

R2 0. 507
 

2　 　 0. 934
 

3　 　

　 　 注:∗ 、∗∗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后
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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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存在前期差异,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 基于此,在解释变量中引入智慧城市试点

政策前后的虚拟变量进行平行趋势评估,模型设定如下:

lnireit = α1 + ∑
7

k = -7
k≠-1

βk treatkit + X′itλ + μ i + γ t + ε it (3)

其中, treatkit 按照如下原则赋值: ti 表示政策实际发生的年份,若 t -ti = k, 则 treatkit = 1, 否则为 0。 为了

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将政策发生前一期作为基期,对政策实施前后超过 5 期归并为第 5 期,平行趋势评估

结果见图 1。 结果表明,政策冲击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城市创新韧性变化趋势没有显著区别,符合事前两组

被解释变量共同趋势的假定。 在政策动态效应方面,智慧城市政策实施后第二年开始,treat 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因此政策实施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创新韧性的变化不是由

时间趋势导致的,即满足平行趋势评估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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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平行趋势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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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城市创新韧性提升是由

智慧城市建设之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

估计偏差,本文进行混合安慰剂检验。
混合安慰剂检验的核心逻辑是假设处

理组样本和冲击发生时间完全随机产

生,在全部样本中无放回随机抽取若干

个体作为“伪处理个体”,且随机抽取

政策冲击的“伪处理时间”,进行双重

差分估计,并进行 500 次重复实验,得
到安慰剂效应分布。 若政策处理效应

为 0,则与安慰剂效应的分布相比,处
理效应不应表现为极端值,因此通过计

算左边、右边和双边 P 值判断处理效

应是否显著,若 P 值较小,则可以拒绝

“处理效应为 0”的原假设,认为处理效

应显著。 安慰剂效应的核密度图如图

2 所示。 其中,处理效应估计值位于安

慰剂效应分布的右侧尾部,属于异常极

端值,因此可以显著拒绝“处理效应为

0”的原假设,即安慰剂检验通过,排除

了其他外生因素对智慧城市促进创新

韧性的影响,说明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2. 异质性处理效应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依赖

于严格外生、无预期效应、单位处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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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稳定和处理效应同质性四个假设[30] 。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分三年公布入选城市名单,不同城市入选智慧

城市试点的年份并不相同,因此政策处理效应存在时间维度的异质性,且不同城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过程

受城市本身特征影响,其政策效果可能存在个体维度的异质性。 潜在的异质性处理效应可能导致回归结果

不稳健。 基于此,本文运用古德曼-培根(Goodman-Bacon)分解法检验异质性处理效应程度,并估计异质-稳
健估计量。

古德曼-培根分解法的原理是将双重差分模型中总平均处理效应拆分为若干组不同样本作为控制组形

成的平均处理效应的加权。 根据这一思路将处理效应分为三组,其中重点关注从未接受处理效应的个体作

为控制组的权重。 表 4 结果表明,超过 93%的权重来自未受到处理的个体作为控制组,即智慧城市建设的

创新韧性驱动作用较强。 使用两阶段双重差分法估计原模型的结果见表 5,其中智慧城市建设促使城市创

新韧性提升 13. 95%,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差异不大,依旧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考虑异质性处

理效应后,本文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表 4　 古德曼-培根分解结果

控制组 平均处理效应 权重

尚未接受处理效应的个体 0. 069
 

3 0. 059
 

9

从未接受处理效应的个体 0. 143
 

7 0. 933
 

4

较早接受处理效应的个体 1. 212
 

8 0. 006
 

7

　 　 3.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近年来,为推动网络信息化发展,众
多国家将宽带网络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方向。 国务院于

2013 年出台《“宽带中国” 战略及实施方

案》,分三批公布了“宽带中国”城市试点名单。 目前,“宽带中国”战略取得了预期经济效益,有效拓展了城

市创新合作空间外延,促进城市间的协同创新[31] 。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年份与智慧城市试点年份有所重

合,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引入“宽带中国”政策实施变量并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5。
其中,智慧城市建设的回归系数为 0. 142

 

8,且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考虑了“宽带中国”战略后,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依旧有促进作用。

为促进数据要素畅通,以数据流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2015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同年 9 月,贵州启动建设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次年,北京、天津等成为第二批试点地区。 从政策目

标来看,智慧城市试点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均以数字化为城市发展的契机,以期促进城市数智化

转型,实现发展方式的升级。 考虑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引入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实施变量,结果见表 5。 其中,智慧城市建设的回归系数为 0. 143
 

8,在 5%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在控制政策类型相似的宏观政策后,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依旧具有正向影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区域创新布局,中国自 2010 年起推动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工

作,分批次遴选具有良好创新基础的城市进行探索。 该试点旨在鼓励城市重视科技创新,通过完善区域创

新体系、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鉴于创新型城市试点以直接激励城市创新为核心目

标,其政策实施可能通过强化创新要素供给、优化创新制度环境等途径,对本文关注的城市创新韧性产生直

接影响,从而模糊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 为避免由此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引入国家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变量。 由表 5 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与此同时,以制度型开放为特征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样本期内另一项重要的外部政策冲击。

2013 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此后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批准设立。 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核心,但其制度创新本质是通过引入国际竞争、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吸引

高水平外资等渠道,改变区域创新生态与竞争环境,这种效应可能影响城市创新韧性水平。 为此,本文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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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纳入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变量,结果见表 5。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与显著性水平未发生明

显改变,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异质-稳健估计
排除政策干扰

“宽带中国”战略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国家创新型城市 自由贸易试验区

Treat × Post 0. 139
 

5∗∗ 0. 142
 

8∗∗ 0. 143
 

8∗∗ 0. 115
 

3∗∗ 0. 146
 

4∗∗∗

(2. 379
 

4) (2. 593
 

0) (2. 586
 

0) (2. 090
 

7) (2. 656
 

7)

常数项 -1. 924
 

8 -1. 737
 

7 -2. 368
 

0 -1. 719
 

7

( -0. 867
 

9) ( -0. 794
 

4) ( -1. 082
 

4) ( -0. 790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976 3
 

976 3
 

962 3
 

948 3
 

976

R2 0. 934
 

4　 　 0. 934
 

1　 　 0. 935
 

6　 　 0. 934
 

3　 　

4. 其他稳健性检验①

第一,控制城市初始创新水平的影响。 考虑到不同城市基期创新水平不同可能会对智慧城市试点与城

市创新韧性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各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基期

城市创新水平与时间趋势交互项( inn),城市创新水平用各地以 1990 年为基期计算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据存

量进行测度。 通过控制城市初始创新水平的异质性,智慧城市建设的回归系数仍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验
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第二,更换研究模型。 智慧城市建设可能受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影响,从而导致估

计结果偏误。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可以克服政策选择偏差问题,进一步对模型进行稳

健性检验:(1)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2)运用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方法确定控制组中

与处理组个体特征最为接近的个体作为新的控制组;(3)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平衡性检验;(4)利用新的控

制组与原有处理组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第三,剔除特殊样本。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

响,2019 年底新冠疫情同样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因此将 2008 年、2019—2020 年的样本剔除,重新进行

回归。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依旧是稳健的。

　 　 (四)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可能通过创新知识扩散效应、信息化渗透效应、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

应三种途径影响城市创新韧性。 本文设定以下模型,分别基于上述三个途径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城市创

新韧性的传导路径:
Mechit = α1 + β1Treati × Postt + X′itλ + μ i + γ t + ε it (4)

其中, Mechit 表示机制变量,分别为创新知识扩散效应、信息化渗透效应和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其余

变量与上文一致。
1. 创新知识扩散效应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降低创新要素流动壁垒,促进各类创新资本高效集聚[32] ,驱动城市创新范式由独立

创新向协同创新转型,通过合作网络的外部性提升城市创新韧性。 为检验创新知识扩散效应的传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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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创新合作水平与创新溢出强度两个机制变量,分别用城市联合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和城市接收专利转

移数量的对数衡量①。 表 6 创新知识扩散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Treat × Post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121
 

0 和

0. 126
 

9,均在 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城市之间创新合作与创新溢出,增加试

点城市创新知识流入量。 城市之间创新合作为城市创新提供多样化知识,使城市创新体系受到外部冲击时

更易保持稳健,从而促进创新韧性提升。 因此,智慧城市建设的创新知识扩散效应路径成立。 综上,假设 2
得以验证。

2. 信息化渗透效应

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城市创新韧性的另一潜在机制是信息化渗透效应,即政策对城市信息化环境的系统

性优化。 本文强调的信息化渗透,侧重于智慧城市政策所引致的基础性、普惠性的信息要素升级。 其内在

逻辑在于,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作用于信息基础设施的覆盖广度与信息服务市场的深度,这种基础性的渗

透,为知识溢出与创新协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底层支持,是智慧城市提升创新韧性的微观作用基础。 为检

验这一机制,参考李坤望等[33]的研究,将信息化渗透效应细分为信息化服务水平与信息化基础设施两个维

度。 使用电信业务收入与年末总人口比值的对数值测度信息化服务水平,用以反映城市信息化服务的市场

规模与供给能力。 通过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与互联网用户数的均值与年末户籍人口的比值衡量信息化基

础设施水平,以此表征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覆盖水平。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信息化渗透效应与政府科技

创新关注效应的检验样本区间调整为 2007—2019 年。 表 6 信息化渗透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Treat × Post 的
回归系数分别为 0. 105

 

0 和 0. 021
 

5,且至少在 5%水平下显著,即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信息化服务与信息化

基础设施产生提升效应,信息化水平提升进一步拓宽创新相关知识和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优化城市研发投

入要素配置效率,有效塑造创新活动的连续性,促进创新韧性提升。 综上,假设 3 得以验证。

表 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创新知识扩散 信息化渗透 政府科技创新关注

创新合作水平 创新溢出强度 信息化服务水平 信息化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词频 创新补助

Treat × Post 0. 121
 

0∗ 0. 126
 

9∗ 0. 105
 

0∗∗ 0. 021
 

5∗∗∗ 0. 632
 

1∗∗ 0. 328
 

6∗∗

(1. 855
 

0) (1. 662
 

4) (2. 308
 

6) (2. 870
 

2) (2. 177
 

0) (1. 992
 

8)

常数项 -4. 247
 

6∗ 4. 184
 

7 1. 818
 

0 0. 648
 

1∗∗ 4. 556
 

3 13. 002
 

9∗∗∗

( -1. 865
 

0) (1. 508
 

5) (1. 111
 

5) (2. 427
 

4) (0. 334
 

6) (13. 724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976 3
 

713 3
 

692 3
 

680 2
 

645 27
 

525

R2 0. 916
 

6　 　 0. 885
 

6　 　 0. 795
 

7　 　 0. 645
 

8　 　 0. 081
 

8　 　 0. 234
 

1　 　

3. 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

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的作用路径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一是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强化政府对科技创新

的重视程度,为创新韧性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智慧城市通过优化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实施效能,加大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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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专利合作数据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原始数据并基于其申请人地址测算得到;专利转移明细数据通过爬虫软件提取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获得,利用百度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确定专利转移前后所属城市,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各城市专利接

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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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度,从而夯实创新韧性的微观支撑。 政策试点对政府科技创新关注度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工作

报告中科技创新相关论述的强化。 本文选取科技创新词频增长率作为政府科技创新关注度的代理变量,该
指标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科技创新及科技人才相关的注意力词频测算,涉及基础研究与科技人才两

个领域①,以此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政府科技创新重视程度的激励效应。 智慧城市建设对政府创新支持力

度的提升作用,可通过微观企业获得的政府创新补助加以验证。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展

开分析,参考郭玥[34]的研究方法测算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创新补助,检验智慧城市政策能否提升企业获得政

府科技创新补助的能力。 若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升政府创新补助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则 Treat × Post 的回归系

数预期显著为正。
表 6 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创新词频对智慧城市的回归系数为 0. 632

 

1,且在 5%水

平下显著,表明试点政策提升了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为城市创新韧性提供了制度性支持。 创

新补助对智慧城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微观创新主体存在正向影

响,可以提升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上述结果共同证实,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构成智慧城市

建设提升城市创新韧性的传导机制。 综上,假设 4 得以验证。

　 　 (五)交互影响分析

经济集聚是创新活动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 数字经济时代,集聚外部性通过信息要素赋能打破传统

地理空间的限制,作为城市数智化转型的核心举措,智慧城市建设与经济集聚行为能否形成协同共促的

创新驱动格局,发挥对创新韧性提升的乘数效应是本部分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
制造业集聚形成专业化劳动力池与技术协作网络[35] ,为创新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提供硬件冗余保障。 金

融集聚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增强创新活动的可持续投入能力。 因此,高集聚区可能会出现更强的政策

效应。 为检验潜在的经济集聚互补效应,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智慧城市变量与经济集聚变量的交

互项:
ireit = α1 + β1Treati × Postt + β2Aggit + β3Treati × Postt × Aggit + X′itλ + μ i + γ t + ε it (5)

其中, Aggit 表示具体的经济集聚水平, β 3 是重点关注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反映互补效应的大小与显著

性水平。
1. 制造业集聚

制造业集聚的核心优势在于通过产业协同降低生产与创新成本,形成专业化分工网络。 智慧城市建设通

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数字化工具,实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的数据互联,提升创新协作效率。
为检验制造业集聚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影响,引入制造业集聚变量(man_agg),参考韩峰和李玉双[36] 的研究,
利用城镇分行业就业人数区位熵表示各地制造业集聚水平。 由表 7 可知, Treat × Post × man_agg 的回归系

数为 0. 244
 

6,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制造业集聚水平越高,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的促进作用越

强。 这可能是由于制造业的高度集聚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使城市在面临创新中断风险时可及时恢复

调整。
2. 金融集聚

城市创新活动具有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等特征,智慧城市建设有效拓宽了各类创新主体的融资渠道。

011

① 基础研究关键词包括基础研究、科学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原始创新、关键技术、社会公益技术、原创;科
技人才关键词:人才资源、海外高层次人才、留学人员、人才队伍建设、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科技

创新、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创新团队、人才队伍、创新创业、科创人员、双创、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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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的核心价值在于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源配置。 金融集聚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缓解金融市场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创新活动的融资壁垒。 本文参考陶锋等[37] 的研究,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城

市行政面积来测度城市金融集聚水平( fin_agg) 。 受可得数据的限制,将样本窗口期调整为 2007—2019
年。 由表 7 可知, Treat × Post × fin_agg 的回归系数为 0. 047

 

3,且通过了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

金融集聚水平更高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 智慧城市的公共数据平

台可整合各类创新信息,缓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金融集聚带来的多元金融主体依托这些数字化信

息开发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匹配创新主体的资金需求。 这种互补性会拓宽智慧城市政策的资金支持边

界,增强创新韧性的资金保障能力。

表 7　 交互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制造业集聚 金融集聚

Treat
 

×
 

Post 0. 139
 

7∗∗ 0. 107
 

5∗∗

(2. 552
 

5) (1. 985
 

2)

man_agg -0. 031
 

5

( -0. 338
 

2)

fin_agg 0. 040
 

6

(0. 716
 

2)

Treat × Post × man_agg 0. 244
 

6∗∗∗

(2. 804
 

5)

Treat × Post × fin_agg 0. 047
 

3∗

(1. 790
 

0)

常数项 -1. 873
 

0 -1. 490
 

2

( -0. 870
 

6) ( -0. 660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976 3
 

691

R2 0. 930
 

7　 　 0. 927
 

0　 　

　 　 (六)异质性分析

城市特征的差异会导致政策效应不

同,这是由于政策效果的发挥依赖于城市

对政策的承接能力与转化效率。 创新环

境与创新要素基础不同,城市的创新产出

与连续性也不尽相同,其创新韧性受智慧

城市建设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此外,不同

城市初始条件各异,智慧城市的运行环境

也不同。 本文从城市的特征差异入手,分
析智慧城市建设对不同特征城市的作用

效果异质性。 具体而言,分别从创新治理

环境、城市区位特征和要素禀赋三个维度

分析智慧城市建设的差异性作用。
1. 创新治理环境

知识要素是城市创新体系的重要创

新资源,而城市创新韧性具有知识密集性

特征,与知识产权治理密切相关。 出于打

造知识产权强国、强化知识产权治理的需要,2012 年开始,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六批确定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名

单,系统推进知识产权治理工作。 知识产权治理通过规范知识生产、交易、保护等方式为城市提升创新韧性

提供制度支持,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因此,知识产权治理水平不同的城市,智
慧城市对创新韧性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 基于此,本文根据城市是否成为知识产权治理试点单位引入知识

产权治理虚拟变量,并进行分组回归。 如表 8 所示,智慧城市建设在知识产权治理试点城市中的回归系数大

于非知识产权治理试点城市,且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显著,表明随着创新治理环境的完善,智慧城市建

设对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知识产权治理有效避免搭便车行为产生的知识溢出效

率损失,强化创新韧性的进化力基础。
2. 城市区位特征

不同地理区位的城市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均有所差异,东部地区人口大量聚集,经济发展水平高,营
商环境更加完善,要素流动充分;中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创新资源较少,创新所需的资金也相对匮乏,因此

可能限制智慧城市建设对创新韧性的积极影响。 基于地理区位进行异质性检验,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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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并进行分组回归。 如表 8 所示,智慧城市建设在东部地区城市中的回归系数为

0. 188
 

8,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东部城市具有创新韧性的提升效应。 中西部地区

城市中智慧城市建设的系数小于东部城市,且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显著。 这表明尽管智慧城市建设

为城市创新韧性提升带来机遇,但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城市相比,中西

部城市在整合创新要素进行创新活动上存在劣势,未能借助智慧城市建设机遇充分释放创新动能,因此

政策效应发挥相对较差。

表 8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Ⅰ

变量
创新治理环境 城市区位特征

知识产权治理城市 非知识产权治理城市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Treat × Post 0. 260
 

6∗ 0. 129
 

1∗∗ 0. 188
 

8∗∗ 0. 133
 

9∗∗

(1. 866
 

1) (2. 226
 

7) (2. 242
 

4) (1. 984
 

3)

常数项 3. 898
 

5 -3. 106
 

0 -0. 056
 

2 -2. 824
 

7

(0. 909
 

6) ( -1. 263
 

0) ( -0. 019
 

7) ( -0. 930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组间系数检验 P 值 0. 085
 

1 0. 074
 

8

观测值 441 3
 

493 1
 

400 2
 

576

R2 0. 983
 

4　 　 0. 931
 

0　 　 0. 950
 

2　 　 0. 931
 

7　 　

　 　 注:组间差异检验 P 值用来检验不同组别之间的 Treat×Post 回归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体抽样(Bootstrap)500 次得到,后表同。

3. 创新要素禀赋

创新资源禀赋是城市吸收数字化政策的基础能力。 理论上,低要素禀赋城市创新更依赖外部政策赋

能,而高要素禀赋城市本身已具备较强的创新韧性基础,智慧城市政策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弱。 本文从人力

资本与物质资本两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 人力资本水平用每十万人中拥有本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表示,
物质资本水平用 2006 年为基期通过永续盘存法测度的固定资本存量计算,根据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水平中

位数将样本分组回归。 如表 9 所示,智慧城市建设在低要素禀赋地区中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和大小均大于高

要素禀赋地区,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对于低人力资本城市,智慧城市的信息化渗透效

应可通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来弥补人才不足的劣势,提升创新主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对于低物质资本城市,
智慧城市的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可通过精准政策扶持来缓解资金约束,加速创新系统的修复进程。 综合

而言,创新要素禀赋较低的地区智慧城市提升创新韧性的政策效果更明显。

表 9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Ⅱ

变量
人力资本禀赋 物质资本禀赋

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 低物质资本 高物质资本

Treat × Post 0. 211
 

6∗∗∗ 0. 072
 

8 0. 194
 

9∗∗ 0. 102
 

8

(2. 621
 

8) (0. 974
 

4) (2. 354
 

1) (1. 478
 

2)

常数项 -8. 084
 

8∗∗ 1. 909
 

2 -1. 653
 

3 -1. 634
 

5

( -2. 523
 

7) (0. 628
 

2) ( -0. 505
 

4) ( -0. 6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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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变量
人力资本禀赋 物质资本禀赋

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 低物质资本 高物质资本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组间系数检验 P 值 0. 000
 

0 0. 016
 

2

观测值 1
 

977 1
 

966 1
 

988 1
 

988

R2 0. 935
 

0　 　 0. 947
 

3　 　 0. 922
 

4　 　 0. 954
 

1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创新韧性指标,基于 2007—2020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面板数据,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

现,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创新韧性水平。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试点政

策实施带来的创新知识扩散效应、信息化渗透效应和政府科技创新关注效应是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城市创新

韧性的主要渠道。 制造业集聚水平和金融集聚水平拓宽了智慧城市政策边界,制造业和金融集聚水平越

高,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韧性的提升效应越明显。 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创新韧性提升效应因创新治理

环境、城市区位特征和城市创新要素禀赋不同而存在差异。 相对而言,智慧城市对创新韧性的提升效果在

创新治理环境较完善的城市、东部地区城市,以及低人力、物质资本城市的创新韧性提升效果更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智慧城市对创新韧性的驱动作用。 搭建跨区域创新知识共享平台,重点推动长三角、珠三角

等创新密集区与中西部城市的知识对接。 完善区域协同创新政策,对跨城市联合研发项目给予税收优惠,
降低知识流动的地理壁垒,强化创新知识扩散对韧性的支撑作用。 优先在智慧城市试点地区推进新型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政企数据共享机制,降低创新信息获取成本,通过信息化环境的优化保障创新活动连续

性。 将政府科技关注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引导试点城市加大对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的投入力度。
针对微观企业,优化政府创新补助方式,对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研发活动给予定向支持,缓解创新扶持政策扭

曲,提升政府关注对创新韧性的保障作用。
第二,拓宽智慧城市政策边界。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集聚,夯实创新韧性硬件基础。 依托智慧城市基础

搭建园区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的数据互联。 设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基

金,对企业智能设备改造、数字技术研发给予补贴,提升创新系统抗风险能力。 完善科技金融集聚生态,畅
通创新韧性资金渠道,整合银行、创投、保险等机构资源,开发特色金融产品,降低创新活动融资壁垒。 推动

金融数据与智慧城市公共数据共享,构建企业创新信用评价体系,提升金融资源对创新韧性的精准支持,强
化金融集聚对政策效应的放大作用。

第三,实施差异化智慧城市推进策略。 鼓励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申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利用大数据技

术加强专利侵权监测与维权。 对知识产权治理完善的城市,优先给予智慧城市建设升级资金支持,实现知

识产权保护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良性互动。 支持东部地区建设区域创新枢纽,加大中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倾斜力度,建立东部智慧城市对口帮扶西部机制,缩小区域差距,释放政策普惠性效果。 聚焦低要素禀

赋城市精准补短板,通过政策倾斜弥补要素禀赋不足,增强创新韧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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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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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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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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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novation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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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71)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verlapping
 

pressures,
 

including
 

global
 

geopolitical
 

conflicts,
 

technology
 

blockades,
 

and
 

macroeconomic
 

weaknesses,
 

urban
 

innovation
 

systems
 

are
 

facing
 

increased
 

uncertainties
 

and
 

shocks.
 

Cultivating
 

the
 

ability
 

of
 

urban
 

innovation
 

systems
 

to
 

withstand
 

shocks
 

and
 

maintain
 

sustained
 

innovative
 

vitality
 

has
 

become
 

crucial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ly,
 

innovation
 

resilience
 

requires
 

urban
 

systems
 

not
 

only
 

to
 

absorb
 

disturbances
 

but
 

also
 

to
 

possess
 

the
 

capacity
 

to
 

achieve
 

dynamic
 

balance,
 

self-recovery,
 

and
 

evolution
 

toward
 

higher
 

levels.
 

Concurrently,
 

urban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with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t
 

its
 

core,
 

is
 

comprehensively
 

reshaping
 

urban
 

innovation
 

ecosystems
 

through
 

upgrades
 

in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data-driven
 

elements,
 

and
 

reforms
 

in
 

governance
 

models,
 

offering
 

a
 

new
 

pathway
 

for
 

addressing
 

innovation
 

risk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smart
 

cities
 

on
 

the
 

quantity
 

of
 

innovation,
 

while
 

their
 

effect
 

on
 

innovation
 

resilience
 

remains
 

unclear,
 

with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requiring
 

further
 

explor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on
 

urban
 

innovation
 

resilience,
 

using
 

panel
 

data
 

on
 

284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0.
 

Treating
 

the
 

national
 

smart
 

city
 

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t
 

employs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can
 

enhance
 

urban
 

innovation
 

resilienc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positive
 

policy
 

effect
 

is
 

primarily
 

transmitted
 

through
 

three
 

channels:
 

innovation
 

knowledge
 

diffusion,
 

information
 

penetration,
 

and
 

government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mpowerment
 

of
 

smart
 

cities
 

is
 

jointly
 

shaped
 

by
 

a
 

city ’ 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manufacturing
 

and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n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policy
 

impact,
 

creating
 

a
 

complementary
 

effect;
 

simultaneously,
 

the
 

intensity
 

varies
 

with
 

the
 

city’ s
 

innovation
 

governance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endowment
 

of
 

innovation
 

factor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threefold.
 

Firs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focus
 

of
 

smart
 

city
 

studies
 

from
 

innovation
 

growth
 

to
 

innovation
 

resilience,
 

providing
 

new
 

evidence
 

and
 

measurement
 

references
 

fo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the
 

policy’s
 

overall
 

effects.
 

Second,
 

it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internal
 

channels
 

through
 

which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empowers
 

urban
 

innovation
 

resilience,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resilience.
 

Third,
 

by
 

analyzing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heterogeneity,
 

it
 

clarifi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effect,
 

thereby
 

providing
 

a
 

solid
 

empirical
 

basis
 

for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and
 

targeted
 

policies
 

to
 

enhance
 

urban
 

innovation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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